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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联盟与 “能源诅咒”：委内瑞拉
与俄罗斯的现代化 “宿命”

宋亦明　张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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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博士生论坛宣读并得到了陈志瑞、徐秀军的指导。杨蕊查阅整理翻译了俄语资料。笔者一并感谢，
文责自负。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６９／ｊ．ｃｎｋｉ．ｆａｒ．２０２０．０２．０８２

摘　要　古典经济学认为，能源大规模出口的财富效应有助于

推动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然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出

口国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甚至停滞的残酷现实表明，丰富的能源很可

能并非推动经济增长的 “祝福”，而是拖累经济的 “诅咒”。为了探

讨诱使能源出口国陷入 “能源诅咒”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基

于产业联盟理论建立了涵盖能源出口国现代化起点、政体类型、出

口条件的分析框架，重点分析上述三个因素对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强

弱的影响。通过对能源出口国主要政治与经济数据的定量分析以及

对委内瑞拉和俄罗斯陷入 “能源诅咒”的案例研究，本文发现，能

源出口国的现代化起点较晚、实行威权政体、出口条件改善催生了

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并巩固和扩大了其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

力差距。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贡献了巨额税汇、提供了畸形补贴、

左右了选举结果，由此诱使政府与政治家对其形成了病态的依赖，

限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最终拖累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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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早期的经济学理论指出，能源出口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能够很好地促进一

国经济的发展，以至于拥有丰富能源的国家就如同获得了 “上帝的祝福”，

依赖能源出口而取得快速发展的美国、澳大利亚、挪威等也印证了这一点。①

１９７３年末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宣告了石油 “价廉量足”时代的终结，此后

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与产油国收入成倍暴增成为世界经济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两

大现象。然而吊诡的是，当时大多数产油国并未因石油出口收入的大幅增加

而出现长期、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反而愈发依赖石油的开采与出口，进

而陷入依赖石油出口与经济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之中。例如，石油输出国组

织 （ＯＰＥＣ）１３个成员国中仅有３个国家在２０１８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明显高于１９７４年水平。３个国家的人均ＧＤＰ几乎没有增长，而其余

７个国家２０１８年人均ＧＤＰ甚至还明显低于１９７４年水平。② 依赖天然气出口

的国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在天然气输出国论坛 （ＧＥＣＦ）１１个正式成员国

中，仅４个国家２０１８年人均 ＧＤＰ明显高于１９７４年水平，２个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几乎没有增长，而其余５个国家则明显低于１９７４年水平。③ 为何大多数

能源出口国没有得到 “能源祝福”的眷顾而实现经济增长，反而陷入了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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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ａｒａｈ　Ｍ．Ｂｒ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ｅｕｓ　Ｊ．Ｋｕｒｔｚ，“Ｏｉｌ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０，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２９１．

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２０１８年的人均 ＧＤＰ比１９７４年分别增长了９５９５美元、
１７０６美元和３３７４美元，可以说这３个国家取得了相对明显的经济增长。同期，安哥拉、刚果 （布）
和尼日利亚的人均ＧＤＰ仅分别增长了５０美元、６１３美元和２７８美元，与其说这３个国家取得 “数字
上的经济增长”，倒不如说其经济增长趋于停滞。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委内瑞拉、加蓬、
伊朗和利比亚的人均ＧＤＰ在同期分别下降了６２８２２美元、１８３３３美元、８６８９美元、６８６０美元、３５６７
美元、２５７２美元和１２４３美元，可见这７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个别国家在特定年份
缺失的数据由年份最相近的数据代替。详见：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０１０ＵＳ＄）”，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赤道几内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埃及和阿尔及利亚２０１８年的人均ＧＤＰ比１９７４年分别增长
了９５９５美元、９０３４美元、２１０５美元和１７０６美元，可以说这４个国家取得了相对明显的经济增长。
同期，玻利维亚和尼日利亚的人均ＧＤＰ仅分别增长９７６美元和２７８美元，增长较为有限。而委内瑞
拉、伊朗、俄罗斯 （包括苏联时期）、利比亚以及卡塔尔的人均 ＧＤＰ在同期分别下降了６８６０美元、
２５７２美元、１５４７美元、１２４３美元和２５６４０６美元 （卡塔尔的数据来源与其他国家不同，为麦迪逊项
目），可以说这５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详见：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０１０ＵＳ＄）”；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ｈｔｔｐｓ：／／ｏｕｒｗｏｒｌｄｉｎｄａｔａ．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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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出口与经济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① 为何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均为现代化

进程开启较晚的后发国家？为何这些国家在当前要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更加依

赖能源出口？为何这些国家多实行威权政体或选举式威权政体？② 这些问题

都很值得探究，而且的确早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

领域。

实际上，丰富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对于其所有国来说很可能并非 “祝福”

而是 “诅咒”。“资源诅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这一概念也被专门用以描述资

源型国家大规模出口能源与矿产资源并获得巨额收入，然而这些国家不仅未

能取得长期、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反而愈发依赖能源与矿产资源出口的

病态现象。③ 陷入 “资源诅咒”的国家普遍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高度依赖

能源与矿产资源出口、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民众收入水平较

低，因而可以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上述特征来识别其是否陷入 “资源

诅咒”。④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铁矿与各类有色金属资源的物理性状差异巨

大，加之其经济与战略价值也因国而异，因而本文聚焦于物理性状以及经济

战略价值更具一般性的能源而非广义的自然资源，重点关注由石油和天然气

出口所引发的 “能源诅咒”。

为了探讨一国究竟是得到 “能源祝福”还是陷入 “能源诅咒”的分流机

制，本文通过五个部分加以分析。第一部分梳理 “能源诅咒”成因研究的谱

系与进展，分析其在逻辑论证或经验解释层面上的不足之处与突破方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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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古典经济学对丰富的能源有助于经济增长 （即 “能源祝福”效应）展开了大量探讨，因而本
文对此不再论证，而是关注丰富的能源在何种机制下拖累了经济增长，即重点考察 “能源诅咒”效
应。

“选举式威权政体”是指一国虽然采取了选举制度，但统治者的权力并未被削弱，其威权统
治反而被加强。选举式威权更依赖利益集团、政党而非暴力镇压以维护自身统治。参见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Ｓｃｈｅｄｌｅｒ，ｅｄ．，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Ｕｎｆｒｅ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ｙｎｎｅｒ　Ｒｉｅｎｎｅｒ，２００６，

ｐ．３；Ｙｏｎａｔａｎ　Ｍｏｒｓｅ，“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６４，Ｎｏ．１，２０１２，

ｐｐ．１６４－１６５。
Ａｌａｎ　Ｈ．Ｇｅｌｂ，ｅｄ．，Ｏｉｌ　Ｗｉｎｄｆａｌｌｓ：Ｂｌｅｓｓｉｎｇ　ｏｒ　Ｃｕｒｓｅ？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３－２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ｕｔｙ，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Ｔｈｅｓｉ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３，ｐｐ．１－１０；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Ｓａｃｈ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Ｗａｒｎ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５，Ｎｏ．６，２００１，ｐｐ．８２８－８３３．

邵帅、范美婷、杨莉莉：《资源产业依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效率？———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
的检验及其解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３２—６３页；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Ｓａｃｈ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Ｍ．
Ｗａｒｎｅｒ，“Ｔｈｅ　Ｂｉｇ　Ｐｕｓｈ，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５９，Ｎｏ．１，１９９９，ｐｐ．４３－７６；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Ｓ．Ｎｏｒｍａｎ，“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２，２００９，ｐｐ．１８３－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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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在开放经济政治学的范畴内提出 “能源诅咒”成因的产业联盟解释框

架与理论假说。第三部分利用定量模型对假说加以检验。第四部分为对委内

瑞拉与俄罗斯的案例分析，在检验因果机制作用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两国为

何难逃陷入 “能源诅咒”的宿命。最后是结论。

一、“能源诅咒”成因的既有解释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对 “能源诅咒”及其成因的研究大量涌现。这些

研究因所属学科不同而呈现出微观与宏观的视角分野及层次分异，其中公共

管理学与地理社会学侧重于从微观层面探讨小型行政区的 “能源诅咒”及其

治理，而宏观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学更倾向于从宏观层面进行 “能源诅咒”的

跨国比较与成因探讨。① 为了在宏观层面探讨 “能源诅咒”的成因，本文拟

基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学科脉络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析。②

（一）“能源诅咒”成因的经济学解释

当前，经济学领域对 “能源诅咒”成因的解释大致可以被归为三类：其

一，大规模出口能源致使出口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与国内要素市场条件恶化。

马克斯·科登与彼得·尼尔里等指出，能源大规模出口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引

发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并且提高了要素市场的均衡价格，这种双重病理效

应又被称为 “荷兰病”。③ 具体而言，“荷兰病”一方面作用于产品出口市场。

能源大规模出口为出口国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刺激了该国国内市场总需求的

增长并促使本币升值，由此提高了非能源商品的价格，客观上削弱了这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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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Ｔ．Ｄｅａｃｏ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Ｎｏｗ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２０１１，ｐｐ．７９－８９；Ｒａｍｅｚ　Ａｂｕｂａｋｒ　Ｂａｄｅｅｂ，Ｈｏｏｉ　Ｈｏｏｉ　Ｌｅａｎ　ａｎｄ　Ｊｅｒｅｍｙ
Ｃｌａｒｋ，“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Ｔｈｅｓｉｓ：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５１，２０１７，ｐｐ．１３０－１３２．

本文对 “能源诅咒”成因的经济学与政治学解释的划分，主要基于变量选择与因果机制所属
的学科范围，而非基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训练和任职机构。

Ｗ．Ｍａｘ　Ｃｏ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Ｊ．Ｐｅｔｅｒ　Ｎｅａｒｙ，“Ｂｏｏｍ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Ｏｐ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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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出口竞争力与贸易条件。① 另一方面， “荷兰病”还作用于国内要素市

场。能源大规模开发致使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向能源产业流动，并抬升

其价格，客观上提高了其他产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

展产生了不利影响。②

其二，能源价格的长期剧烈波动打乱能源出口国的发展节奏，使其经济

长期处于 “亚健康”状态。能源价格受供需关系的变化出现经常性明显波

动，这不仅使能源产业的商业收入起伏不定，更导致能源出口国政府的财政

与外汇收入波动明显。这种波动效应限制了政府投资与公共职能的履行，拖

累了公共和私人投资的效率，降低了政府实施逆周期经济政策的能力。③ 此

外，地缘政治和金融投机等因素还使得这种波动更为剧烈、对经济影响更难

以控制。弗雷德里克·普罗格观察发现，能源价格波动的经济影响会被国际

信贷流向明显放大，金融机构在能源价格下跌时减少甚至拒绝向能源出口国

发放贷款，并使后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纷纷陷入债务危机。④ 大量实证研究

还表明，无论能源价格波动的原因是汇率波动还是贸易条件改变抑或供需关

系的变化，都会降低能源出口国的人均经济产出。⑤

其三，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 “挤出”了对促进潜在产出增长因素的投

入。首先，能源出口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财政收入，削弱了政府进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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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投资、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发展教育的动机，从而降低了未来可能的经

济增速。① 其次，能源出口的巨额回报改变了企业与国民在当期消费与远期

储蓄之间做出选择的激励，储蓄和远期商业投资随着能源出口收益的增长而

降低，使能源出口国缺乏经济持续增长的国民储蓄与商业投资。② 最后，能

源出口所带来的非劳动收入增长也降低了企业积累人力资本的意愿，人力资

本积累的停滞会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高技术人力

资本积累的不足，更阻隔了能源出口国迈向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经济持续发

展之路。③

总的来看，在经济学的学科范畴内对 “能源诅咒”成因的探讨可谓汗牛

充栋。这些研究所提供的竞争性解释似乎使得关于 “能源诅咒”成因的真谛

触手可及，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大多存有一个严重缺陷，即经济学对 “能

源诅咒”生成的复杂现实过度抽象化和简化，特别是其能源出口国政府同

质、能源企业谋求利润最大化、能源贸易畅通无阻、各类行为体不存在能动

性等假设，在简化现实世界的同时很可能将诱发 “能源诅咒”的重要因素一

并剪裁。

上述不足同样表明，对该议题的探讨必须借助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

视角。罗瑟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家普遍将 “能源诅咒”过度简化还原

为市场机制与资源禀赋，基本忽视了历史发展轨迹、政治行为体、社会制度

等其他重要的非经济学变量。④ “能源诅咒”的元老级研究者盖尔布反复强

调，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无法真正触及 “能源诅咒”的真相，相反必须关注政

府的分配作用以及利益集团、政党等政治行为体的利益与行动。⑤ 显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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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能源诅咒”的研究中有必要着眼于政治学的解释变量与因果机制。

（二）“能源诅咒”成因的政治学解释

当前，政治学领域对 “能源诅咒”成因的解释大致可以被归为四类：其

一，能源厂商的寻租行为滋生腐败，减少政府对非能源产业的依赖与扶持。

有别于 “通过生产新产品或重新配置资源来创造价值”的寻利行为，寻租行

为 “通过浪费有价值的资源来消灭价值”，以此谋取特许经营、配额、执照

或政府的其他授权。① 寻租与能源商业活动始终形影不离且颇为猖獗，其原

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能源的开发和出口均涉及特许审批、配额发放，能源

厂商有充足的动力向政府寻租。另一方面，由于能源生产和出口的收益巨

大，能源厂商有能力支付高额的租金。② 大规模的寻租行为滋生了严重腐败，

在浪费财富的同时，消灭了本可以由其他厂商或其他产业创造出的财富，由

此导致本国经济陷于停滞甚至衰颓，特别是对于依赖能源生产与出口的国家

而言，寻租对经济的破坏效应尤为明显。③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能源开发与

出口的利润极其丰厚，能源厂商缴纳的租金充盈，以至于政府可以轻易获得

源源不断的租金收入，而无需依赖其他产业的厂商缴纳税款。迈克尔·罗斯

等指出，充盈的租金促使政府 “抛弃了与公民达成的社会契约”，政府无意

向后者征税，也无意为其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支持其他产业发展的动力与责

任消磨殆尽。④ 总之，寻租行为不仅遏制了其他厂商和产业创造新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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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诱使政府减少对其他产业的支持，最终导致经济停滞甚至下行，这一病理

机制还被专门冠以 “食利者效应”（Ｒｅｎｔｉ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①

其二，能源生产及出口国往往更容易爆发冲突，阻碍经济发展。保罗·

科利尔与安科·霍夫勒等人的大量研究表明，丰饶的能源储量与巨额的能源

收益极易诱发大规模冲突甚至国内战争，然而其诱发机制则不尽相同。② 首

先，能源储量的发现或 “意外之财”式的巨大收益激起地方民众、分裂势

力、少数族裔等的极大贪欲，诱使其发动旨在控制能源的武装斗争。③ 其次，

能源出口收益或者对能源厂商的劫掠，均为上述群体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

源，进而使得其有能力通过武力反抗中央政府的统治，客观上也延长了冲突

持续的时间，扩大了冲突的破坏力。④ 再者，詹姆斯·费伦与戴维·莱廷认

识到，能源收益的 “食利者效应”削弱了国家能力，致使庇护丛生、科层制

效率低下、国家意志的投射力下降，最终羸弱的国家不可避免地陷入冲突和

内战之中。⑤ 此外，能源开发所导致的负外部效应、能源分布集中于少数族

裔聚居区、丰富的能源储量往往会吸引其他国家支持本国的反叛武装等其他

机制，都会引发或加剧冲突。⑥ 由上述不同机制所引发的大规模冲突与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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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抑制了生产活动，模糊了产权边界，杀伤了劳动力人口，进而拖累了经

济增长。①

其三，制度薄弱低效而非能源本身才是 “能源诅咒”的根本成因。道格

拉斯·诺斯与德隆·阿西莫格鲁等指出，国内制度的差异是造成国家经济绩

效差异的根本原因。良好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鼓励投资、限制精英、提供

公平的机会，有助于经济发展，薄弱低效的制度则导致官僚机构失灵、腐败

丛生、法治淡薄。② 大多数能源生产与出口国陷入 “能源诅咒”并非能源本

身所致，而是因为国内制度薄弱低效。相反，挪威、博茨瓦纳等少数例外能

够逃离 “能源诅咒”，也是因为其设计并实行了良好的国内制度。③ 特别是凯

文·崔等学者注意到制度健全与能源开发的节点效应，指出国内制度健全后

的能源开发并不会诱发 “能源诅咒”，反之则会导致 “能源诅咒”。④ 总之，

“能源诅咒”从根本上讲是一种 “制度诅咒”。

其四，丰富的能源储量扭曲了政府的决策，激励其撕毁与外国厂商签订

的协议，由此所导致的声誉丧失削弱了外国厂商的投资意愿，进而有损本国

经济增长。内森·詹森与诺埃尔·约翰斯顿指出，有丰富能源储量的国家天

生就容易吸引外国厂商对其能源产业进行投资，这使得该国政府相对于外国

能源厂商处于优势地位，更容易忽视后者的合法利益，并违反与后者达成的

合作协议。⑤ 换句话说，丰富的能源弱化了政府履行合同、维护良好声誉的

激励，直接加大了外国厂商对该国投资的政治风险，阻隔了能源甚至其他产

业的厂商对该国进行投资，最终有损该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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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４０，Ｎｏ．２，２００３，ｐｐ．２７－３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Ｔ．Ｄｅａｃｏ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ｐ．８３；Ｈａｌｖｏｒ　Ｍｅｈｌｕｍ，Ｋａｒｌ　Ｍｏｅｎｅ　ａｎｄ　Ｒａｇｎａｒ　Ｔｏｒｖｉ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１６，Ｎｏ．５０８，２００６，ｐｐ．３－４．

Ｋｅｖｉｎ　Ｋ．Ｔｓｕｉ，“Ｍｏｒｅ　Ｏｉｌ，Ｌｅｓ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２１，Ｎｏ．５１１，２０１１，ｐｐ．８９－１１５；Ｐｅｄｒｏ　Ｃ．Ｖｉｃｅｎｔｅ，“Ｄｏｅｓ　Ｏｉ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９２，Ｎｏ．１，
２０１０，ｐｐ．２８－３８．

Ｎａｔｈａｎ　Ｍ．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Ｎｏｅｌ　Ｐ．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４，Ｎｏ．６，２０１１，ｐｐ．６６２－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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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在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内对 “能源诅咒”成因的研究同样卷帙

浩繁。虽然这些研究提供了诸多真知灼见，但大多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

过度简化了能源出口国的经济结构与行为体构成，将国内行为体约化、二分

为政府与能源厂商，忽视了其他产业的厂商与行为体。① 实际上，非能源产

业在能源出口国的经济结构中同样重要，其产业联盟作为 “有组织利益”完

全能够对经济政策制定产生竞争性影响。② 第二，以 “政府是理性的、单一

的、不更迭的”为潜在假设，过度强调了政府对租金等经济激励的回应，忽

视了选举等政治过程以及巩固统治等政治目标对其政策制定的影响。实际

上，对大多数能源出口国而言，维持现政权的统治、巩固统治者与执政党在

下一次大选中的优势地位，要远比榨取能源厂商的租金重要得多，然而这些

都被既有研究所忽视。

二、“能源诅咒”成因的产业联盟
解释：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联盟分析特别重视不同产业或阶级对政策制定的竞争性影响及其政

治过程，进而能够有效避免上述两个被忽视的问题，由此为 “能源诅咒”的

成因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具体而言，社会联盟分析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阶

级联盟分析与产业联盟分析。前者滥觞于以生产要素为分析单位的赫克歇尔

—俄林—萨 缪 尔 森 模 型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Ｏｈｌｉｎ－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Ｍｏｄｅｌ），并 在 罗 纳

德·罗戈夫斯基的改造下形成了以分析土地、劳动与资本要素的丰裕程度，

以及这三种要素所属阶级联盟实力强弱为核心的分析框架。③ 后者发轫于以

１９

①

②

③

虽然部分研究还关注到了少数裔族群、地方民众、反叛武装等第三类行为体，但此类研究对
能源出口国国内经济结构与行为体的约化、抽象仍然太过简单。

Ｓａｒａｈ　Ｍ．Ｂｒ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ｅｕｓ　Ｊ．Ｋｕｒｔｚ，“Ｏｉｌ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ｐｐ．２９１－２９２．另外，以高度依赖能源产业的委内瑞拉为例，该国约七成
ＧＤＰ仍由非能源产业创造，显然非能源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非能源产业联盟在政策制定中的
影响力均不能被忽视。详见 Ｄａｖｉｄ　Ｒ．Ｍ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ｌｓｏｎ　Ａｌｔａｍｉｒａｎｏ，“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　ＰＤＶＳＡ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
Ｊａｍｅｓ　Ａ．Ｂａｋｅｒ　ＩＩ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Ｒｉ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ｂａｋ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ｍｅｄｉａ／ｆｉｌｅｓ／ｐａｇｅ／９ｃ４ｅｂ２１６／ｎｏｃ＿ｐｄｖｓａ＿ｍａｒｅｓ＿ａｌｔａｍｉｒａｎｏ．ｐｄｆ。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杨毅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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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部门为分析单位的李嘉图—维纳模型 （Ｒｉｃａｒｄｏ－Ｖｉｎｅｒ　Ｍｏｄｅｌ），并经由彼

得·古勒维奇与杰弗里·弗里登的发展，形成了以国家内部特定产业的政策

偏好、实力对比、收益情况为核心的分析框架。① 虽然迈克尔·希斯考克斯

试图将阶级联盟分析与产业联盟分析整合进以要素流动性为变量的统一框架

中，但在要素流动性难以考察的情形下，上述两种不同的社会联盟分析仍然

泾渭分明。② 不难发现，社会联盟分析为 “能源诅咒”成因研究提供了新的

考察视角，但需要明确究竟要依托阶级联盟分析还是产业联盟分析来建立因

果机制。

综合来看，产业联盟分析的微观基础更适于 “能源诅咒”成因探析，其

分析的精确性也要更胜一筹。首先，阶级联盟分析在考察两种以上要素时将

变得模糊不清。其次，政治过程周期往往较短，而要素流动周期则较长，这

使得阶级联盟分析在考察政治过程时往往效果不彰。③ 最后，阶级联盟分析

以土地、劳动与资本为微观分析基础，这种简单的三分法太过宏观模糊，忽

视了上述要素所有者和阶级内部的巨大分歧。④ 显然，阶级联盟分析在解释

复杂的经验世界时往往因太过模糊而力不从心，特别是在考察 “能源诅咒”

成因这一聚焦于具体产业的议题时，这一缺陷尤为显著。相比之下，产业联

盟分析则更为精确细致，因而本文依托产业联盟分析建立分析框架。

产业联盟是由同属一个产业的从业者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其主要功能

在于通过影响政府及其决策来扩大该产业所有从业者的利得。虽然不同国家

２９

①

②

③

④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ｕｒｅｖｉｔ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１８７３－１８９６”，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８，Ｎｏ．２，１９７７，ｐｐ．２８１－３１３；
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袁旭明、朱天飚译，吉
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９年，第４６—５５页；Ｊｅｆｆｒｅｙ　Ｆｒｉｅｄ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５，Ｎｏ．４，
１９９１，ｐｐ．４２５－４５１；杰弗里·弗里登：《货币政治：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孙丹、刘旭东、王颖樑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４２页。

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于扬杰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７１页。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Ｆｒｉｅｄ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４３６．相关梳理和评述详见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国际
政治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６７—６９页。

杰弗里·弗里登：《２０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第８９—９４页；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
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１—１４２页；彼得·霍尔： 《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
预的政治学》，刘骥、刘娟凤、叶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４、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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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产业联盟的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一国内部的各

个产业联盟都试图在影响政府及决策的 “锦标赛”中占据更大的优势，与政

府结成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① 然而由于实力的差异，不同产业联盟对政

府的影响力大小、与政府关系的紧密程度并不相同。一般来说，缴纳更多税

收、从业人数更多的产业联盟实力更强，其对政府的影响力更大，与政府的

关系也更为紧密，因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更受制于该产业联盟的影响。

对产业联盟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考察能源与其他产业对政府的竞争性影响及其

政治过程，从经验层面上看，一国拥有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与其陷入 “能源

诅咒”的高度相关性，更意味着产业联盟分析极为必要。② 基于此，本文拟

重点考察能源产业联盟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异以及政府对能源产业

联盟的依赖程度，并据此发掘 “能源诅咒”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总的来

看，在下述三个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一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 “能源诅咒”。

其一为 “生成效应”，即能源产业联盟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具有明显的

实力优势，这种优势使得政府或政治家在财税收入、公共服务、选举动员上

对能源产业联盟形成了病态的依赖，由此诱发了 “能源诅咒”。从根本上讲，

现代化的起点差异导致不同国家内部产业联盟的实力对比存在差异。亚历山

大·格申克龙指出，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在现代化的速度、生产结构、组织

方式诸方面都差异明显。③ 在英国等现代化起点较早的国家中，各个产业通

过技术革新与贸易盈利自主发展，这种 “原生型”的自主发展模式使得各个

产业及其产业联盟相对均衡。在俄国等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国家中，政府高度

介入经济发展，并通过政府采购、提供补贴和信贷、承诺收益、直接干预等

方式，刺激钢铁、能源、军工等重要产业的发展，这种 “追赶型”的干预发

３９

①

②

③

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第４８—５５页；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ｕｒｅｖｉｔ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１８７３－１８９６”，ｐ．２８３。

关于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与一国陷入 “能源诅咒”的相关性分析，参见本文定量分析部分。
格申克龙承认，对于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评价标准、经济落后的程度难以进行精准衡量，

但是通过简单的定序排列，就能够对其加以区分和识别。参见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
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５４页。除了格申克龙，多位学者也注意到现代化起
点的差异所导致的国家发展模式的根本性不同。参见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
比较、拿什么比较》，文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５页；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
学研究中的时间：时序和时机》，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２０３页；Ｄａｎ　Ｓｌ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ｒｉｃａ　Ｓｉｍｍｏｎ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１０，ｐｐ．８８６－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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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明显加强了少数产业及其产业联盟的实力优势。① 迈克尔·曼与阿图

尔·科利等进一步指出，虽然后发国家的经济绩效不尽相同，但政府干预经

济并大力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尤为普遍。② 就能源产业而言，其因具有战略

性和投资集中性的特点而得到了后发国家政府的额外关注与强力扶持，在政

府的推动下，能源产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往往远超其他产业，能源产业联盟

的实力客观上也远强于其他产业联盟，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③

在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国家中，政府的大力扶持催生了强大的能源产业联

盟，而后者的商业或政治活动则非本意地将整个国家拖入 “能源诅咒”的泥

淖之中。首先，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诱发了 “税汇陷入”。虽然能源产业的

开发成本极高，但其投资回报也十分惊人，统计显示能源产业的人均净产出

往往百倍甚至千倍于其他产业。④ 由此，能源产业联盟不仅自身获取了高额

的商业利润，其还如同 “摇钱树”一般为政府缴纳了充盈的税款，创造了大

量外汇。高效率的纳税和创汇使政府 “陷入”其中，一方面继续扶持能源产

业的发展以增强其纳税和创汇能力，另一方面逐渐忽视了为其他产业联盟提

供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⑤ 能源产业联盟实力越强， “税汇陷入”就越明显，

以至于最终政府无意为其他产业联盟提供支持并向其征税。这些产业中尤以

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业等轻工业所遭受的消极影响最为显著，然而正是

这些产业的发展拉开了东亚国家经济崛起的序幕。⑥ 换句话说， “税汇陷入”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９—６３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５，Ｎｏ．２，１９８４，ｐｐ．１８５－２１３；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
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廖志强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５、１６８—１７６、１８１—２２０页；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
政治权力与工业化》，朱天飚、黄琪轩、刘骥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７年，第１—２８
页。

能源产业联盟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异，具体表现在联盟规模更大 （从业者人数更多）、
缴纳的税款或创造的外汇收入更多、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对选举结果能带来更大的影响。

从格申克龙对１９３７年保加利亚工业净产出的统计，就可以管窥能源产业人均净产出之高远
非其他产业所能企及。当年能源产业人均净产出为２７７２９０个货币单位，相比之下人均净产出第二高
的面粉产业仅为５８０５，所有工业人均净产值的平均值仅为２１３９。详见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
后的历史透视》，第２５５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Ｒｏｓｓ，Ｔｉｍｂｅｒ　Ｂ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ｐｐ．３２－４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Ｒｏｓｓ，Ｔｈｅ　Ｏｉｌ　Ｃｕｒｓｅ：Ｈｏｗ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Ｗｅａｌｔｈ　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２７－６２；
Ｍ．Ａ．Яценко，Нефтъво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связяхРоссии，Научнаякнига，２００６，ｐ．８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Ｒｏｓｓ，“Ｏｉｌ，Ｉｓｌａｍ，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２，Ｎｏ．１，
２００８，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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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能源出口国的政府很难推动非能源产业的发展，其自然难以摆脱 “能源

诅咒”。

其次，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导致了 “补贴分异”。虽然政府因 “税汇陷

入”并不热衷于为其他产业提供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但其往往要求作为

“产业之王”的能源产业及其产业联盟承担远超于一般社会责任的公共职责，

甚至与政府共同履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再分配职能，通过能源价格补贴的方式

向其他产业联盟派发福利。① 然而，这一旨在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努力却使

得本已畸形的产业分布更为扭曲，交通运输业、汽车工业与装备制造业享受

价格补贴的优待，而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等绝大多数产业联盟则鲜有获

益。显然，试图带动其他产业联盟发展的努力不仅因 “补贴分异”而效果不

彰，政府也因倚重能源产业联盟承担公共职能而进一步丧失了改善产业布局

进而摆脱 “能源诅咒”的能力。

最后，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加深了其与政治家之间的 “投桃报李”效

应。② 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能够聚集更多的资源以克

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其对特定政治家的支持也更容易帮助后者在选举中获

胜。③ 由此，能源产业联盟能够为特定政党或政治家捐献更多经费，组织或

参与更有影响力的拉票运动，公开宣称支持更能引领选民的投票倾向，以此

帮助政治家赢得选举。④ 另外，在政治家谋求连选连任时，强大的能源产业

联盟在收买和分化其他竞争者上也作用显著。⑤ 能源产业联盟大力支持政治

家绝非慈善行动，相反其以政治家胜选后的 “投桃报李”为条件。因此，政

治家当选后往往会继续大力推动能源产业的发展，此举在进一步强化能源产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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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Ｄａｖｉｄ　Ｒ．Ｍ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ｌｓｏｎ　Ａｌｔａｍｉｒａｎｏ，“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　ＰＤＶＳＡ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投桃报李”机制并不适用于部分实行专制君主制的国家，在这一政体
类型下，政治家无需参与选举。

田野、曹倩：《国际贸易、要素禀赋与政体类型的变迁———一个基于阶级均势的分析框架》，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７—２５页。

王晓玥、田野：《国际石油贸易扩张与选举式威权政体的巩固———基于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
坦的比较研究》，《外交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８７—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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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２８１－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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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盟实力的同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 “税汇陷入”与 “补贴分异”。在如

此往复的循环中，能源出口国逐渐落入 “能源诅咒”并且越陷越深。

由此可得假说一：当其他条件不变，相较于现代化起点较早的能源出口

国，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容易产生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后者更容

易将该国拖入 “能源诅咒”。

其二为 “巩固效应”，即专制与威权政体 （包括选举式威权政体）有助

于政府漠视或压制其他产业联盟关于重新分配资源、调整产业支持政策等的

诉求，进而巩固政府与能源产业联盟的上述紧密关系。然而在讨论专制与威

权政体有助于巩固政府与能源产业联盟的紧密关系之前，有必要解决内生性

问题，即必须排除能源产业的发展与能源产业联盟的壮大导致专制与威权政

体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早期的大量研究都将能源出口国实行专制或威权政

体归结为能源收益在加强统治者实力的同时，限制了民主的发展，甚至得出

“石油和矿产资源是反民主”的结论。① 不可否认，能源贸易扩大与能源价格

上涨在短期内确实有助于强化威权统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能源开发与能源

产业联盟的壮大孕育了威权和专制政体。② 新近更为精细化的研究一再证明，

对于能源开发和出口的依赖并不会导致一国实行威权和专制政体，甚至还有

可能是 “民主的福音”，相反政体类型的选择很可能是由宗教、历史等其他

后门路径 （Ｂａｃｋ－Ｄｏｏｒ　Ｐａｔｈ）所决定。③

一般来说，相较于民主政体，专制和威权政体使得政府更容易抗拒社会

团体表达不满的呼声和改善现状的诉求。④ 其原因在于在专制或威权国家，

政府首先可以通过强力手段直接压制抗议、游行等社会运动，其次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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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Ｒｏｓｓ，“Ｄｏｅｓ　Ｏｉｌ　Ｈｉｎｄｅ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ｐ．３２５－３６１．
关于能源开发与威权统治关系的公允探讨，可参见王晓玥、田野：《国际石油贸易扩张与选

举式威权政体的巩固———基于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较研究》，第７８—１０５页；Ｔｈｏｍａｓ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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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１－２６．

有研究表明，在不同类型的威权国家中，政府的回应性、干预社会团体的方式、经济绩效等
均不尽相同。本文不再进一步细分专制和威权政体的类型，只讨论更具一般性的规律。详见田野、陈
兆源、熊谦：《国际贸易、初始威权政体类型与民主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
９８—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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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或思想灌输来干预呼声表达，最后完全可以漠视改善现状的诉求。①

因此，在专制或威权国家中，虽然多个产业联盟通过示威游行等方式表达对

政府产业政策的不满，并要求重新分配资源，但政府很可能漠视或压制这些

诉求，并继续保持依赖能源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专制与威权政体

有助于巩固政府与能源产业联盟的紧密关系，但这也会导致摆脱 “能源诅

咒”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

由此可得假说二：当其他条件不变，相较于实行民主政体的能源出口

国，实行专制或威权政体 （包括选举式威权政体）的能源出口国更容易陷入

“能源诅咒”。

其三为 “放大效应”，即出口条件的改善促进了能源出口，进一步扩大

了能源产业联盟同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异。虽然化石能源的国际贸易早在

１９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但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能源诅咒”才作为重要

的经验现象和学术困惑进入人们的视域。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与出口条

件的改善高度相关。② 一方面，港口及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兴建以及由

技术革新而带来的远洋货轮的运输量与速度提升，改善了能源贸易的硬件条

件。③ 另一方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多个回合的谈判大幅削减了关税壁垒，

极大便利了包括能源在内的商品贸易。④

出口条件的改善在促进能源出口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能源产业联盟

的实力。古典西方经济学与社会联盟理论的大量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有利于

充裕要素的使用者而有损于稀缺要素的使用者，国际贸易的开放将使这种分

７９

①

②

③

④

Ｄｉｎａ　Ｂｉｓｈａｒａ，“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Ｅｇｙｐ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３，Ｎｏ．４，２０１５，ｐｐ．９５８－９７５．相比之下，其他产业联盟与社会团体在民主国家中通过示
威游行表达不满则往往令政府作出让步。参见Ａｎａｄ　Ｆｌｅｓｋ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ｇｒｅｔ　Ｋｕｈｎ，“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Ｂｏｌｉｖｉａ”，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５２，Ｉｓｓｕｅ　２，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ｐｐ．１－１９。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关注出口条件的短期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由战争冲突、地缘政治、
自然灾害等引起），而是关注出口条件的长期变化趋势。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Ｓｅａｂｏｒｎｅ　Ｔｒａｄｅ　ｂｙ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ｇｏ　ａｎｄ　ｂ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ｎｎｕａｌ”，ｈｔｔｐｓ：／／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ｗｄｓ／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

约翰·巴顿、朱迪斯·戈尔斯坦、蒂莫西·乔思林、理查德·斯坦伯格：《贸易体制的演进：
ＧＡＴＴ与 ＷＴＯ体制中的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廖诗评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４—５１
页。一个重要的例证在于关税和其他国际贸易税在一国税收中的比重已大幅降低，参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ａｘ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ｏｆ　ｒｅｖｅｎｕｅ）”，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ＧＣ．ＴＡＸ．
ＩＮＴＴ．ＲＶ．Ｚ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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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效应扩大化。① 由此，出口条件的改善使得本已占据优势的能源产业联盟

获得更多收益，并进一步扩大其相对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优势。正是这种

实力优势的扩大放大了 “能源诅咒”的 “生成效应”，进而使得能源出口国

更容易陷入 “能源诅咒”。

由此可得假说三：当其他条件不变，出口条件越便利，能源出口国就越

容易陷入 “能源诅咒”。

图－１　 “能源诅咒”因果机制及假说逻辑示意图

８９

①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马克·梅里兹：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 （第
十版）》，丁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７４页；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商业与联盟：
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第４—６页；田野、曹倩：《国际贸易、要素禀赋与政体类型的变迁———
一个基于阶级均势的分析框架》，第１３—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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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 “能源诅咒”产业联盟
解释的定量检验

　　基于约翰·克雷斯维尔等关于混合实证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操作要求，本
文拟通过 “一致性平行实证检验”对上述三个假说进行检验。该检验要求分
别开展互不影响的定量和定性研究，即分别搜集数据、资料并开展论证，实
现实证结果的互证和对假说的双重检验。① 本部分利用定量模型对假说加以
检验，第四部分则为独立的案例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基于上文的论证，在此需要选取变量并将其操作化。首先，因变量为经

济增长速度 （ｇｒ）。能源出口国长期经济增速较快表明该国获得了 “能源祝
福”，长期经济增速较慢、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则表明其陷入了 “能源诅
咒”。经济增长速度通过人均ＧＤＰ增速来衡量。

其次，中间变量为能源产业联盟实力 （ｅｃ）。斯蒂芬·范·埃弗拉指出，
中间变量是由自变量引起并引发因变量的变量，能源产业联盟受三个自变量
影响并影响因变量，因而可以被视为中间变量。② 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可以通
过多种方式测量，然而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通过一国能源
出口占其ＧＤＰ的比重进行测量。③ 本文把能源产业联盟实力ｅｃｉｔ定义为ｔ年度

ｉ国的燃料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由燃料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比重和商品出口
额占ＧＤＰ比重计算得到。

再者，三个自变量分别为现代化起点 （ｍｓ）、政体类型 （ｒｔ）、能源出口
条件 （ｅｃ）。第一，现代化起点早晚通过内生性较低的国民预期寿命的哑变量
进行测量。ｍｓｉ是后发现代化哑变量，如果国家ｉ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即ｉ国

１９６１年国民预期寿命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则

９９

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Ｗ．Ｃｒｅｓ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Ｖｉｃｋｉ　Ｌ．Ｃｌａｒｋ，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ｐｐ．６９－８２．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Ｖａｎ　Ｅｖｅｒａ，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ｐ．１０．

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能源产业产值、税收数据未公开甚至未统计，由
此获得相应数据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即便其余国家分别提供了上述数据，但这些数据也因采集的标
准和质量不同而失去了横向可比性。就现有的数据来看，一国能源出口占 ＧＤＰ的比重与能源产值占
该国ＧＤＰ的比重以及能源税收占该国税收的比重，呈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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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ｉ记为１，否则记为０。第二，政体类型可以通过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项目评分转换为
哑变量进行测量。ｒｔｉｔ是政体类型的哑变量，如果国家ｉ在ｔ年度实行威权或专
制政体，即ｉ国的评分低于０，则ｒｔｉｔ记为１，否则记为０。第三，基于消除内生
性的考量，能源出口条件使用关税占税收比重的年度全球平均值的连续变量衡
量。①ｅｃｉｔ是国家ｉ在ｔ年度所面对的关税占税收比重的全球平均值。
最后，本文还纳入了一些重要的协变量以提高定量检验的可靠性。一是石

油价格 （ｐｒ）。石油价格上涨直接推高了与之挂钩的天然气价格，而石油与天
然气价格越高，越可能提升能源产业联盟实力。二是能源丰裕度 （ｅａ）。能源
丰裕度则通过某国石油与天然气总储量来衡量，其中天然气储量根据热值转化
为油当量。一般认为，能源储量越丰裕的国家越容易催生强大的能源产业联
盟。② 三是一些社会经济协变量，包括重大自然灾害 （ｃａ）、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ｆｉ）、制度质量 （ｒｑ）和政治稳定性 （ｐｓ）。关于变量的数据整理如表－１所示。
除自变量、因变量及协变量外，还需明确定量检验的样本及其筛选标

准。本文基于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库，按照是否
蕴藏可观规模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是否为石油和天然气净出口国这两项标准

筛选出４６个国家。③

００１

①

②

③

为了避免相关国家某些时段数据缺失造成口径的前后不可比，本文对计算全球平均值的国家
进行了筛选。纳入统计篮子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瑞士、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
多米尼加、冰岛、以色列、日本、韩国、科威特、莱索托、毛里求斯、挪威、秘鲁、葡萄牙、新加
坡、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拉圭、美国、南非。需要说明的是，在国际贸易并未明显收缩的情况
下，关税占税收比重降低的原因只可能是关税税率降低，由此这一指标可以用作衡量关税税率水平。

相较于能源产量，能源丰裕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减变量内生性问题。详见 Ｒａｍｅｚ　Ａｂｕｂａｋｒ
Ｂａｄｅｅｂ，Ｈｏｏｉ　Ｈｏｏｉ　Ｌｅａｎ　ａｎｄ　Ｊｅｒｅｍｙ　Ｃｌａｒｋ，“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Ｔｈｅｓｉｓ：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ｐｐ．１３０－１３２；Ｃｈｒｉｓｔａ　Ｎ．Ｂｒｕｎｎｓｃｈｗｅｉｌｅｒ，“Ｃｕｒ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３６，Ｎｏ．３，２００８，
ｐｐ．３９９－４１９。

“是否蕴藏可观规模的石油和天然气”旨在衡量一国的能源禀赋并进行筛选，较之 “是否出
口能源”更好地消除了内生性问题。“可观的规模”参考英国石油公司数据库的标准，将阈值设置为
占全球石油或天然气储量的０．１％，如果一国的储量高于这一数字，则被纳入样本。“是否为石油和
天然气净出口国”旨在剔除那些虽然能源禀赋丰富但本质上是能源进口国的国家，这些国家因为是能
源净进口国，实际上并不真的依赖通过出口能源而发展经济，因此既不会出现 “能源祝福”也不可能
落入 “能源诅咒”。如果一国为能源净出口国，则可被纳入样本。上述两个条件的交集共有４６个国
家，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玻利维亚、文莱、加拿
大、乍得、哥伦比亚、丹麦、厄瓜多尔、埃及、加蓬、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哈萨克
斯坦、科威特、利比亚、马来西亚、墨西哥、缅甸、荷兰、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布
亚新几内亚、卡塔尔、刚果 （布）、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苏丹、苏丹、叙利亚、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突尼斯、土库曼斯坦、阿联酋、英国、委内瑞拉、越南、也门。数据库参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ａｌｌ　Ｄａｔａ，１９６５－２０１８”，Ｂｒｉｔａｉｎ　Ｐｅｔｒ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ｐ．ｃｏｍ／ｅ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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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名称、数据说明及数据来源

分类 变量名称 含义 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

核心
变量

ｇｒ 经济增长速度 人均ＧＤＰ增长速度 世界银行

ｅｃｐ
能 源 产 业 联 盟
实力

燃料出口额占 ＧＤＰ比重，由燃
料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比重和商
品出口额占ＧＤＰ比重计算而得

世界银行

ｍｓ
现 代 化 起 点 哑
变量

通过该国１９６１年国民预期寿命
是否低于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来
确定

世界银行

ｒｔ 政体类型哑变量
通过该国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评分是否小于
等于０来确定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项目

ｅｃ 能源出口条件
关税占税收比重的年度全球平均
值，由统计数据前后可比国家的
数据计算而得

世界银行

控制
变量

ｐｒ 石油价格 石油价格年度均值 ＢＰ能源统计年鉴

ｅａ 能源丰裕度
油气储量，天然气储量经热值换
算转换为油当量

ＢＰ能源统计年鉴

ｆｉ 投资水平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ＧＤＰ比重 世界银行

ｃａ 重大自然灾害
该国境内该年度是否发生超过

１００人死亡的重大自然灾害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紧急事件”项目

ｒｑ 制度质量 历年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数据 世界治理指数

ｐｓ 政治稳定 历年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数据 世界治理指数

图－２、图－３、图－４与图－５呈现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① 图－２展示

了现代化起点早晚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无论数据的形式是哑变量还

是连续变量，图－２均表明后发现代化国家能源产业联盟实力明显要强于先发

国家。

图－３展示了政体类型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无论数据的形式是哑

变量还是连续变量，图－３均表明在实行威权政体的国家中，能源产业联盟实

力明显强于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

１０１

① 图－２、图－３、图－４、图－５所使用的数据为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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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现代化起点早晚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①

图－３　国家政体类型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②

图－４展示了能源出口条件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无论是对所有能

源出口国进行总体考察，还是对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进行分类考察，图－４均

表明能源出口条件改善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要比之前更强。

图－５展示了能源产业联盟实力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能源产

业联盟实力越强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往往越低，即陷入了 “能源诅咒”。

总的来说，关于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关系初步证明了三个假说的合理性。

２０１

①

②

左为哑变量，右为连续变量。
左为哑变量，右为连续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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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能源出口条件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①

图－５　能源产业联盟实力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

（二）回归设计与操作方法

如图－１所示，能源出口国陷入 “能源诅咒”的因果机制可以被划分为两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能源出口国的现代化起点较晚、实行威权政体、能源

出口条件改善，催生了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在第二阶段，强大的能源产业

联盟诱使政府与政治家对其形成了病态依赖，限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最终

拖累了经济增长。因此，本文的定量设计与操作需要面向上述两个阶段并分

３０１

① 左为总体考察，右为分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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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进行检验。

基于本文第三部分的三个假说，可以建立第一阶段回归方程：

ｅｃｐｉｔ ＝αｍｓｉ＋βｒｔｉｔ＋γｅｃｉｔ＋δＸ＋εｉｔ

　　其中，ｅｃｐｉｔ为ｉ国在ｔ年度能源产业联盟的实力强弱，ｍｓｉ为ｉ国是否属

于后发现代化国家，ｒｔｉｔ为ｉ国在ｔ年度是否为威权政体，ｅｃｉｔ为ｉ国在ｔ年度的

能源出口条件，δＸ为协变量。

第二阶段方程为：

ｇｒｉｔ ＝ηｅｃｐｉｔ＋θＺ＋σｉｔ

　　其中，ｇｒｉｔ是ｉ国在ｔ年度的经济增长情况。由于本文考察的是长期增长，

采用短期增长的数据更容易导致遗漏变量所致的回归误差。参考前述文献对

能源诅咒的研究方法，本文将考察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情况，即考察由能源

产业联盟实力强弱所导致的经济长期增长的国别差异。因此，第二阶段方程

可以重写为：

ｇｒｉ＝η′ｅｃｐｉ＋θ′Ｚ′＋σ′ｉ

　　以上两阶段回归模型合并后可得到最终的回归模型：

ｇｒｉ＝λ（α′ｍｓｉ＋β′ｒｔｉ＋γ′ｅｃｉ）＋μＷ ＋ξｉ

　　为了验证因果机制的第一阶段，本文使用三种不同的模型以解决异方差

问题：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回归 （ＯＬＳＲ）、聚类标准误的最小二乘回归

（ＯＬＳＣ）和随机效应模型 （ＲＥ）。由于核心解释变量ｍｓｉ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

个体变量，在固定效应估计中无法识别，同时导致豪斯曼检验失效，此处取

用随机效应回归的结果。

为了验证因果机制的第二阶段，本文使用考察周期内经济总增长率来衡

量某国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① 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固定

资产投资水平等变量使用的是考察周期内的年度平均值，而重大自然灾害使

用的是累计值。② 据此，本文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模型，即ＯＬＳＲ、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回归 （２ＳＬＳ）和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其中后两种工具变量模型是为

４０１

①

②

这种操作可参见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Ｓａｃｈ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Ｗａｒｎ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世界治理指数的数据不能覆盖全样本时间，但此处使用既有数据年度的平均值仍然可以达到
区分不同国家之间差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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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克服使用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带来的内生性问题。① 为了与前文提出的假说

相契合，此处使用了现代化起点哑变量、政体类型哑变量与能源出口条件，

作为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工具变量，从而将整个假说纳入工具变量回归进行

检验。②

在充分考虑数据质量的基础上，本文选取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６年的数据对三

个假说进行检验。③

（三）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首先，现代化起点哑变量的结果相当显

著，这表明后发现代化国家更容易发展出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其次，政体

类型哑变量也基本显著，这意味着威权国家更容易催生强大的能源产业联

盟。最后，出口条件改善有利于强化能源产业联盟实力也完全得到了证实。

就控制变量而言，本文佐证了石油价格上涨有利于产业联盟实力强化的共

识，但并未证明能源储量丰裕与产生强大能源产业联盟之间具有必然性。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从回归１０到回归１７中，无论是普通回

归还是工具变量回归，经济增长速度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都表现出了稳健的

负相关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还证明了三个自变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

整体上证明了假说的合理性。

最后，本文还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④ 其一，调整现代化起

点及政体类型的哑变量数据阈值，将上述阈值分别调整为１９６１年高收入国

家国民预期寿命均值以及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评分中的５分。其二，使用对外贸易开放

度作为能源出口条件的另一种测量，在操作上使用时滞一年的数据，以降低

使用这一指标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其三，将数据时间跨度从１９８０年至

２０１６年扩展至从１９６０年至２０１６年。⑤ 稳健性检验表明，主要核心变量在多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ａｍｅｚ　Ａｂｕｂａｋｒ　Ｂａｄｅｅｂ，Ｈｏｏｉ　Ｈｏｏｉ　Ｌｅａｎ　ａｎｄ　Ｊｅｒｅｍｙ　Ｃｌａｒｋ，“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Ｔｈｅｓｉｓ：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ｐｐ．１３０－１３２．

本文通过一国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作为其对出口条件改善的敏感系数对原数据进行了

修正，这在统计上使得对出口条件的测量可用于第二阶段回归所选用的模型，同时也使得对出口条件
的描述聚焦于能源出口条件。

虽然部分数据最早可以回溯到１９６０年，但早期样本存在较严重的数据缺失问题。在后期的
处理中，回归数据缺失的均不采取插值处理，缺失数据的样本也不纳入回归。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详细汇报三种稳健性检验各自的两阶段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
向作者索取原始数据及详细结果。

稳健性检验的第三种方式是在第二种方式而非原始回归的基础上进行的，原因在于关税占税
收比重的数据仅能追溯至１９７３年，无法实现有效拓展数据时间跨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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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型中仍旧显著。

综上所述，定量检验现已充分且稳健地表明，能源生产国的现代化起点

较晚、实行威权政体、能源出口条件改善，都有助于催生强大的能源产业联

盟。而对能源产业联盟强大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更低，甚至出

现负增长，由此陷入了 “能源诅咒”。在上述三个条件相反的情况下，能源

出口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更快，因而获得了 “能源祝福”。因此，假说一、

假说二、假说三分别得到了证实。

四、案例检验：委内瑞拉与俄罗斯陷入
“能源诅咒”的成因

　　定量分析证实了因果效应的存在，但由于其所揭示的只是统计意义上的

相关关系，因此仍需要通过案例分析来辨明和检视强大产业联盟诱发 “能源

诅咒”的因果机制。① 参考唐世平等提出的案例选择的一般性原则，本文从

上述４６个国家中选取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并对两国陷入 “能源诅咒”的成

因进行分析。② 研究表明，委内瑞拉与俄罗斯开启现代化进程较晚导致其国

内分别生成了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正是由于能源产业联盟所诱发的 “税汇

陷入”、“补贴分异”和 “投桃报李”拖累了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

致使两国无法摆脱陷入 “能源诅咒”的宿命。

（一）委内瑞拉陷入 “能源诅咒”的成因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石油出口对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消

失，时至今日该国已彻底陷入 “能源诅咒”的深渊。统计显示，委内瑞拉的

石油年出口量在１．１亿吨左右波动，约占其石油总产量的７５％，约占其商品

８０１

①

②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ｒｉｎｇ，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ｐｐ．４２－４８；加里·格尔茨、詹姆斯·马奥尼：《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刘军译，
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５—１３３页。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Ｙｉｈａｎ　Ｘｉ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ｉ　Ｌｉ，“Ｄｏｅｓ　Ｏｉｌ　Ｃａｕｓ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ａ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３７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对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案例
分析并非 “最相异系统”（ｍｏ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下的求同比较分析，而是两个个案分析。比较方法和
案例分析存在明显的区别，两者所遵循的操作要求也并不相同，详见高奇琦：《从单因解释到多因分
析：比较方法的研究转向》，《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４—５页；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Ｈｅｎｒｙ
Ｔｅｕｎｅ，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０，ｐｐ．３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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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总量的８８％，由此可见，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石油出口。① 在

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９年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国际石油价格从每桶２美元暴涨

至４２美元，但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并未在油价暴涨的重大利好下保持增长，

反而自７０年代中期明显放缓，甚至此后多次出现衰退。② 委内瑞拉的人均

ＧＤＰ增速下滑更为明显，１９７１年之后历年人均ＧＤＰ平均增速仅为０．０６％。③

伴随着石油产业的发展，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崛起，并成为影响该国

经济走向与政治局势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主要由两部

分组成，即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Ｐｅｔｒｏｌｅｏ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Ｓ．Ａ．，ＰＤＶＳＡ）

的员工以及其他数千家小型石油公司的员工，两者规模不断扩大，约占该国

总人口的１．３％ （约３８．４万人）。④ 其中ＰＤＶＳＡ被视为该国的 “旗舰公司”，

拥有２２６７．６亿美元的资产规模和１５．２万名员工，而其他小型石油公司则围

绕前者展开商业活动，由此ＰＤＶＳＡ的员工在该国石油产业联盟中居于主导

地位。⑤ 虽然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的人口规模远逊于其他主要产业，但其

不仅创造了该国３３％的ＧＤＰ，而且缴纳税费的规模与干预选举结果的能力远

非其他产业联盟所能企及。⑥

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的强大不仅仅源于石油出口的暴利，更得益于该

国政府对石油产业的大力推动与持续支持。参照阿图尔·科利的划分，委内

瑞拉与巴西一样同属于 “分散的多阶级型后发国家”，并且在２０世纪初正式

进入现代化的轨道。⑦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壳牌石油公司等西方石油公司在委内

瑞拉掀起了石油勘探和开发热潮，委内瑞拉也由此从一个出口咖啡和可可的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Ｆｕｅｌ　Ｅｘｐｏｒｔ（％ｏｆ　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ＴＸ．ＶＡＬ．ＦＵＥＬ．ＺＳ．Ｕ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Ｅ．

Ｉｂｉ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ＮＹ．ＧＤＰ．ＰＣＡＰ．ＫＤ．Ｚ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ｃｅｐａｌ．ｏｒｇ／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ｈａｎｄｌｅ／１１３６２／３９８６７／１／
Ｓ１５００７３９＿ｍｕ．ｐｄｆ．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５００”，Ｆｏｒｔｕｎｅ，ｈｔｔｐ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ｇｌｏｂａｌ５００／２０１５／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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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第１—２８、４４６—

４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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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① 为了获得更多收益，委内瑞拉政府

先后于１９６０年组建国家石油公司，１９７４年提出了以国有化为目标的 “经济

解放”口号，并最终于１９７６年实现了石油产业的国有化。② 卡洛斯·安德烈

斯·佩雷斯以及之后的历届政府都将石油产业视为委内瑞拉经济发展的支

柱，并且往往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干预ＰＤＶＳＡ的商业活动，为后者提

供了优先开发、垄断运营、低息贷款等政策支持。③ 在国有化浪潮和政府强

力支持的推动下，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实现了高速发展，而石油产业联盟的规

模和实力也迅速壮大，最终成为该国其他产业联盟所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

然而，正是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触发了 “能源诅

咒”的 “生成效应”。首先，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诱发了 “税汇陷入”，致

使该国政府在税收、创汇上形成了对前者的病态依赖。统计显示，委内瑞拉

石油产业联盟创造了该国逾半数的外汇储备，创造了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约九

成外汇储备，缴纳的税收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约六成，而其所创造的石油利润

中近八成由政府所得。④ 委内瑞拉政府在财务上对ＰＤＶＳＡ的依赖尤为严重，

特别是当陷入财政困境时，政府不仅迫使ＰＤＶＳＡ提前纳税，甚至还常常令

其大规模购买政府的债券。⑤ 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高效率的纳税和创汇使

得政府 “陷入”其中，后者在减少对其他产业联盟的财税依赖的同时，也忽

视了为其提供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导致该国的 “非石油经济”自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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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年代以来几乎毫无增长。①

其次，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导致了 “补贴分异”，其为其他产业联盟

提供的有差异的补贴扭曲了产业分布，而委内瑞拉政府调控产业布局的能力

也被进一 步削弱。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佩雷斯总统力推 “播种石油”

（Ｓｅｍｂｒａｒ　ｅｌ　Ｐｅｔｒóｌｅｏ）计划起，委内瑞拉历届政府都要求石油产业联盟为其他

产业联盟提供补贴。② 此后这一补贴逐步升级，在乌戈·拉斐尔·查韦斯总

统执政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仅ＰＤＶＳＡ向其他产业联盟的补贴

就相当于该国ＧＤＰ的７．３％，以至于该公司向其他产业联盟补贴的支出远远

高于石油勘探和开发的支出。③ 然而，石油产业联盟补贴的惠及度在不同产

业间存在明显差异，委内瑞拉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补贴被要求定向投放给

低收入阶层，因而低收入人口就业集中的低端服务业、手工制造业以及农业

等产业获益最大。相反，高端服务业、重工业 （高端制造业）、信息产业等

所得到的补贴微乎其微，换句话说，正是这些真正有助于委内瑞拉经济持续

增长的产业未能惠及补贴。④ 更为严重的是，石油产业联盟 “越俎代庖”，部

分承担了资源再分配的职能，使得委内瑞拉政府在改善产业布局进而摆脱
“能源诅咒”上愈发无能和无为。

再者，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在选举中支持特定的政治家，而后者在胜

选后则大力推动石油产业发展，双方 “投桃报李”。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

在历次大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通常其捐献大量的竞选经费，自发召集或动

员的公社委员会与玻利瓦尔小组 （Ｃｉｒｃｕｌｏｓ　Ｂｏｌｉｖａｒｉａｎｏｓ）更具组织性与影响

力，控制着委内瑞拉主流电视台的舆论导向，这些优势远非其他产业联盟所

能企及。⑤ 由此，石油产业联盟所支持的政治家更容易胜选，并连选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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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胜选后作为回报，政治家又推动出台支持石油产业发展的政策优待。① 这

一周而复始的过程不断强化石油产业联盟的经济优势与政治影响力，反过来

又强化了 “税汇陷入”与 “补贴分异”，因此委内瑞拉不可避免地陷入 “能

源诅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除了石油价格暴涨所带来的短暂经济繁荣，委内

瑞拉经济增长愈发乏力， “能源诅咒”的效应更为明显，也更难以摆脱。其

原因在于：一方面，委内瑞拉的蓬托菲霍以及之后的选举式威权政体，巩固

了政府与石油产业联盟的依赖关系，由此带来了 “能源诅咒”的 “巩固效

应”。蓬托菲霍政体不仅具有强烈的集权色彩，而且本质上是一种 “有限民

主”和 “有限多元政治”，更为重要的是，蓬托菲霍政体为委内瑞拉的庇护

主义和腐败提供了顶层制度的温床。② 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翼政治力量崛起

后，蓬托菲霍政体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选举式威权政体。③ 无论是蓬

托菲霍还是选举式威权，两种政体都使得委内瑞拉政治家及其领导的政府对

民众的不满不够敏感，对其他产业联盟要求调整经济政策的呼声缺乏回应，

而对激进游行示威也更倾向于漠视或直接压制，相反其与石油产业联盟相互

护持的紧密关系则受到加意保护。④

另一方面，贸易关税的降低与油轮的升级明显优化了委内瑞拉石油出口

条件，进一步扩大了石油产业联盟同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异，由此产生了

“能源诅咒”的 “放大效应”。世界贸易组织 “肯尼迪回合”与 “东京回合”

谈判结束后，货物贸易的关税壁垒大幅降低，其中能源关税在所有大类商品

中处于近乎最低水平。⑤ 而美国等主要石油进口国也降低了石油进口关税或

废除了进口配额制，石油国际贸易在低关税与低壁垒的刺激下蓬勃发展。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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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得益于造船技术的进步，油轮的运载量、输出功率、适航性等均

提升明显，载重约１０万吨的阿芙拉型油轮和载重约１６万吨的苏伊士型油

轮，基本取代了载重在５万吨以下的中小型油轮，大幅提高了石油贸易的效

率。① 石油关税的降低与油轮的升级改善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条件，在增

强石油产业联盟实力的同时，更拉大了其同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距。②

（二）俄罗斯陷入 “能源诅咒”的成因

如果说委内瑞拉足以代表所有陷入 “能源诅咒”的国家，那么俄罗斯则

与这些国家格格不入。俄罗斯长达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与欧洲大国在战争中

的国家建构、良好的重工业基础、一流的科技研发能力，都意味着俄罗斯具

有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具有的发展优势，然而吊诡的是，本可依托这些优

势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俄罗斯却也深陷 “能源诅咒”之中。当前俄罗斯的石

油和天然气年出口量分别约为３．８亿吨和８５０亿立方米，占其总产量的７２％
和１４％，两者相加占其商品出口总量的５８％。③ 而自１９５５年苏联穿透冷战

的铁幕向欧洲国家出口油气以来，油气在苏联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节节攀升，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甚至超过８０％。④ 由此可见，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的经

济发展都高度依赖油气出口。然而，油气出口带来的并非 “祝福”而是 “诅

咒”，过度依赖油气出口被视为导致苏联经济发展失衡、延缓改革进程并最

终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近十年来俄罗斯的ＧＤＰ年均增速仅为０．９％，远

远不及金砖集团的其他成员国。⑤

无论在苏联还是俄罗斯，油气产业联盟始终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苏

联时期油气产业联盟由约三百多家国有联合油气企业的员工构成，在计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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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模式下，与苏联政府的利益与行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① 当前，俄罗斯油

气产业联盟主要由国家石油公司 （Ｒｏｓｎｅｆｔ）、国家天然气公司 （Ｇａｚｐｒｏｍ）等

国有油气巨头，卢克石油公司 （Ｌｕｋｏｉｌ）等约十个巨型私有石油综合体以及

其他小型私有油气公司的员工组成，规模约１０２万人，占俄罗斯总人口的

０．７％。② 油气产业联盟创造了苏联约１１％以及俄罗斯约３３％的 ＧＤＰ，而且

其缴纳税费的规模与政治影响力远非其他产业联盟所能企及。③

苏联与俄罗斯油气产业联盟的强大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提

升效仿与追赶先发国家的速度，沙俄财政大臣塞哥·维特自１９世纪９０年代

起领导实施了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工业化的战略，并且重点刺激能源与钢铁产

业的发展，此后沙俄油气产业便拥有国家干预的基因。④ 沙俄的社会革命造

就了 “国家主导的民族工业化的政党国家”，此后的苏联政府在计划经济模

式下对油气产业的推动更是前所未有。⑤ 在认知层面，苏联高层对油气产业

的重视无以复加，赫鲁晓夫宣称 “石油和天然气要优先发展”，勃列日涅夫

则指出，“发展重工业要重视能源发展，能源是解决所有国民经济任务的前

提条件。”⑥ 在实施层面，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石油工业部、天然气工业部

与地质部，负责通过计划、指导、调度和命令等方式推动油气企业的建设及

其日常运营。⑦ 为了革除苏联解体后油气产业私有化的诸多积弊，弗拉基米

尔·普京自执政第二任期起力推政府介入油气产业的强硬政策，通过重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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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化、确立 “战略性企业”、限制外国油气企业在俄经营等方式，重新确立

了政府对油气产业发展的领导地位。① 总之，沙俄、苏联与当前的俄罗斯政

府均牢牢驾驭并大力推动油气产业的发展。在这种强力的支持下，油气产业

联盟的规模和实力也迅速壮大，最终成为该国其他产业联盟无可比拟的强大

力量。

苏联与俄罗斯国内强大的油气产业联盟触发了 “能源诅咒”的 “生成效

应”。首先，其诱发了 “税汇陷入”，致使政府在税收、创汇上形成了对前者

的病态依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油气出口成为苏联政府获取外汇的最重

要方式，直至苏联解体时累计创造了６０００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换回了大量

尖端的西方工业制成品和农作物。② 数据显示，同期油气产业联盟所上缴的

收益甚至相当于苏联政府财政收入的４０％。③ 历经转轨之痛与金融危机的俄

罗斯要比苏联更依赖油气产业联盟的纳税与创汇。２００６年以来，油气产业联

盟所缴纳的税收约占俄罗斯政府财政收入的４５％，特别是２００４年俄罗斯执

行新的税费制度后，油气产业联盟收入的５９．５％以及净利润的９１％都通过

税收上缴政府。④ 此外，得益于油气大量出口所带来的经常账户顺差，油气

产业联盟所创造的外汇甚至高达俄罗斯全部外汇收入的５５％，不仅帮助俄罗

斯政府摆脱了困扰其十余年的外债，而且还使其建立了由油气外汇收入支持

的主权财富基金。⑤ 俄罗斯油气产业联盟高效率的纳税和创汇使政府 “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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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оссии，“Ежегоднаяинформацияобисполнениифедеральногобюджета（данныес１января２００６г．）”，ｈｔｔ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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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马斯捷潘诺夫：《马斯捷潘诺夫文集：俄罗斯能源战略和国家油
气综合体发展前景 （第一卷）》，毕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９页；宋景义： 《转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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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后者在减少对其他产业联盟的财税依赖的同时，也忽视了为其提供公

共服务和政策支持，其他产业的萧条与市场的混乱令人瞠目。①

其次，苏联油气产业联盟导致了 “补贴分异”，扭曲了产业分布，并使

得重工业的畸形发展延续至今。例如，１９８３年苏联油气产业联盟以每桶０．５
美元的价格向其他产业联盟提供石油，而每桶油的开采成本为３．０７美元，

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更是高达２５．３９美元，补贴后的国内价格仅为国际油价

的五十分之一。② 然而这种补贴并非雨露均沾，苏联的交通运输业、装备制

造业 （军工制造业）、钢铁工业因直接或间接消耗油气而获利最大，农业也

得到一定的补贴，然而与人民生活最相关的轻工业以及被视为未来之星的信

息产业，则获益寥寥。③ 如果说苏联政府对重工业和军工业的高度倚重扭曲

了产业布局，那么油气产业联盟的巨额补贴则使这种扭曲积重难返，而在路

径依赖的影响下，畸形的产业布局至今都未能从根本上改观，并且持续拖累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再者，俄罗斯油气产业联盟在选举中支持特定的政治家，而后者在胜选

后则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双方 “投桃报李”。由国有油气巨头员工组成

的产业联盟在１９９６年大选中拥护鲍里斯·叶利钦与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

在此后的选举中又扮演了普京最坚定的支持者。④ 卢克石油公司的瓦吉特·

阿列克谢罗夫等私有油气公司的掌门人也争相表达对普京的支持，在多次大

选中积极为后者的选战拉票造势。⑤ 在强大的油气产业联盟的支持下，普京

多次胜选并连任，而胜选后力主推动一系列支持本国油气产业发展的政策，

也使油气产业联盟获利巨大。这种 “投桃报李”的关系十分紧密，以至于俄

罗斯都被贴上了 “权钱交织的油气国家”这一专属标签，而且还强化了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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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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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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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陷入”与 “补贴分异”。①

总的来看，强大的油气产业联盟触发了 “能源诅咒”的 “生成效应”，

而苏联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则护持政府与油气产业联盟的紧密关系，由此带

来了 “能源诅咒”的 “巩固效应”。苏联的政党国家政体有效地维系产业联

盟之间的稳定关系，油气产业联盟与其他产业联盟接受同一权威的领导并各

司其职，后者没有必要也没有渠道去表达对前者卓越地位的不满。苏联解体

后，俄罗斯虽然发展了以竞争性选举为重要标志的民主政体，但其政体演变

却呈现出明显的威权化倾向。② 选举式威权政体能够明显降低观众成本与政

府的回应性，虽然示威游行在俄罗斯境内多次上演，要求打破油气垄断、降

低油气暴利、缓解贫富分化、调整产业政策与利益分配，其中２００４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游行抗议规模之大颇为罕见，③ 但是这些游行示威很难取得效果，

油气产业联盟与政府的紧密关系依然如故，政府大力支持油气发展的干预政

策也未出现任何转变。

苏联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呈现出陷入 “能源诅咒”的轻微症状，而９０年

代至今俄罗斯 “能源诅咒”的病状则严重得多。俄罗斯不仅失去了计划经济

体制对 “能源诅咒”的抗拒，更重要的是，出口条件的改善扩大了油气产业

联盟同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异，由此产生了 “能源诅咒”的 “放大效应”。

一方面，油气关税壁垒的降低、进口配额的逐渐废除、油轮运输效率的提

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普及，均改善了俄罗斯油气的出口条件。另一方

面，冷战之后俄罗斯逐渐融入了统一、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贸易

的成本大幅降低。当前俄罗斯油气的出口国早已超出了西欧国家与 “经互

会”国家的狭隘范畴，其出口量比苏联时期的出口峰值还要高７６％。④ 这两

方面因素明显改善了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条件，扩大了油气产业联盟相较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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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产业联盟的实力优势，使俄罗斯更深陷于 “能源诅咒”之中。

综上，如表－４所示，委内瑞拉与俄罗斯均终究未能摆脱陷入 “能源诅

咒”的宿命。

表－４　委内瑞拉与俄罗斯陷入 “能源诅咒”的成因

委内瑞拉 俄罗斯

现代化起点 ２０世纪初，现代化晚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现代化较晚＊

政 府 参 与 经 济 的
方式

追赶型模式，政府 “驾驭经济” 追赶型模式，政府 “驾驭经济”

产业联盟实力对比
石油产业联盟远强于其他产业
联盟

油气产业联盟远强于其他产业
联盟

生成效应 （“税汇陷
入”、 “补贴分异”、
“投桃报李”）

政府依赖石油产业联盟创汇纳税，
忽视了为其他产业联盟提供公共
服务。政府依靠石油产业联盟补
贴低端服务业等低收入阶层集中
的产业，削弱了自身改善产业布
局的能力。政治家倚重石油产业
联盟在选举中的支持，胜选后通
过大力支持后者发展作为回报

政府依赖油气产业联盟创汇纳
税，忽视了为其他产业联盟提
供公共服务。苏联政府依靠石
油产业联盟补贴重工业，路径
依赖使得俄罗斯产业失衡积重
难返。政治家倚重石油产业联
盟在选举中的支持，胜选后通
过大力支持后者发展作为回报

巩固效应

蓬托菲霍与选举式威权政体有助
于政府漠视或压制其他产业联盟
的不满，巩固其与石油产业联盟
的关系

选举式威权政体有助于政府漠
视或压制其他产业联盟的不满，
巩固其与石油产业联盟的关系

放大效应

石油进口关税降低与油轮运输能
力提升，石油产业联盟因获益更
多而扩大了对其他产业联盟的实
力优势

油气进口关税降低、油气海运
能力提升、俄罗斯融入全球经
济体系，油气产业联盟因获益
更多而扩大了对其他产业联盟
的实力优势

结果
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石油产业，但
增长趋于停滞，陷入 “能源诅咒”

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油气产业，
但增长缓慢，陷入 “能源诅咒”

　　＊虽然俄罗斯现代化的起点远早于第三世界国家，但其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与后者却
更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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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丰富的能源储量与大规模的能源出口并未如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那样，

是促进经济增长的 “祝福”，相反很有可能是拖累经济增长的 “诅咒”。为了

探讨 “能源诅咒”的成因，经济学家与政治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如果

不找回被剔除的政治变量，重新发现被过度简化的国内政治经济结构，跟踪

国内政治进程，那么 “能源诅咒”的真正成因就很难被发掘并得到阐释。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联盟理论不仅为国内结构和政治过程分析提供

了舒适区，而且作为其分支的产业联盟分析，更在 “能源诅咒”成因研究中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此，本文建立了一个能源出口国的产业联盟分析框

架，旨在分析能源产业联盟的实力强弱以及其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优

势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国家中，政府倾

向于深度介入并大力推动能源产业的发展，由此催生了强大的能源产业联

盟。而在实行威权政体的国家中，政府能够抗拒或漠视其他产业联盟的不满

及调整现有政策的诉求，进而巩固能源产业联盟的既有优势。而能源关税的

降低与航运效率的提升，则客观上强化了能源产业联盟的实力。可以说，现

代化起点较晚、实行威权政体、能源出口条件改善的能源出口国更可能形成

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

“能源诅咒”的成因正在于，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缴纳了巨额税款、带

来了巨额外汇，致使政府对其形成了病态的依赖，并无意为其他产业联盟提

供公共服务并推动后者发展。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为其他产业联盟提供的补

贴，扭曲了本已失衡的产业布局，而政府也因过度倚重前者承担再分配的职

能，逐渐丧失了改善产业布局的能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能够对选举结果

产生重大影响，因而政治家倚重前者的支持，并且在胜选后继续大力支持能

源产业发展作为回报。简而言之，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所带来的 “税汇陷

入”、 “补贴分异”、 “投桃报李”，诱发了其所在国的 “能源诅咒”。显然，

“能源诅咒”的成因绝不在于能源本身，而如果说上述三个效应是 “能源诅

咒”的直接成因，那么较晚开启现代化进程才是 “能源诅咒”的真正根源。

换句话说，“能源诅咒”本质上是一种 “现代化诅咒”，也正是现代化起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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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带来了能源出口国获得 “祝福”与陷入 “诅咒”的分流。

最后需要进行两点说明。其一，产业联盟分析对于探索 “能源诅咒”的

成因固然重要，但汇聚产业联盟偏好、传递政府偏好的产权制度同样不可忽

视。如果说产业联盟分析有助于阐明能源产业联盟为何具有强大的实力，那

么产权制度分析则有助于分析能源产业联盟为何会甘于缴纳高额的税费，并

承担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再分配职能，两种分析对于 “能源诅咒”的解释缺一

不可。实际上，罗斯等学者已经认识到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未来

探寻 “能源诅咒”成因真谛的钥匙。因此，笔者还需要分析能源出口国的产

权制度诱发 “能源诅咒”的机理，以继续这项未尽的研究。

其二，根据本文的论证逻辑，由于一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早晚已然先定

且无法更改，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难逃陷入 “能源诅咒”的宿命，

然而个别后发能源出口国获得 “能源祝福”的现实，表明仍需检视带有悲观

主义色彩的因果机制。例如，比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开启现代化进程还要晚的

赤道几内亚国内同样拥有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但该国经济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起却实现了显著的增长。无论赤道几内亚经济增长的现实是对本文论证逻

辑的暂时性背离还是强有力的证伪，其 “逃离宿命”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有待于进一步分析，本文的论证逻辑也需要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得到检验和

完善。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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